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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乡差异的社区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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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全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2011—2012) ”数据，分析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水
平及主客观需求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社区养老服务供需结构存在城乡倒置的问题，且城市老年
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主要是供给主导，而农村养老服务需求是供给和客观需要的共同驱动。
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供需结构城乡倒置的主要原因是政策驱动不当，也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强需
求”与“弱表达”的矛盾、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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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 CLHLS) 2011 － 2012 data， this
essay analyses urban － rural differences in the supply of community － based care services and the sub-
jective and objective demand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of rural － urban inversion in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s of community － based care services， and the subjective demands of urban elderly
for community － based care services are mainly supply － induced， while rural elderly ＇s subjective de-
mands for community － based care services are not only induced by supply but also by objective need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ain cause of rural － urban inversion in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s of com-
munity － based care services lies in improper driving policy， as well as the contradiction of "strong de-
mand" and "weak expression" on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low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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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9 年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比都增长迅速。截至 2016 年底，

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 3 亿人，占总人口的 16． 7%，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 5 亿人，占总

人口的 10． 8%［1］。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还伴随着“少子化”“家庭核心化”和“人口流



动”等社会变迁特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日渐式微，机构养老服务又因投入高、周期长和老年

人购买能力有限等原因，不能在短时间内满足社会需求。鉴于此，2012 年国务院在中国老龄事

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和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

系”，通过发挥家庭、社区和机构三者不同的优势，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2017 年的

“十三五”规划基本保持原有思路，但将“机构为支撑”调整为“机构为补充”。政策微妙转向，进

一步凸显了社区居家养老在未来中国养老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不仅能够近距离地提供服务，还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发挥

专业化照料服务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2］。以社区为依托的社区居家养老既满足了老年人在家

养老的意愿，也化解了当前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导致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难题。将社会化

养老的理念引入到家庭养老中，为家庭养老提供社会支持，从而增强家庭养老的福利功

能 ［3］。在老龄化社会，养老模式与观念的转变是必然的趋势，在传统的家庭与机构养老的选

择之外，嵌入式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承载的养老功能，将成为兼顾居家养老和社会化服务的

主流供给方式。

2013 年以来，各省市陆续颁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在政策的激励下，社区养老服

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国社区留宿与日间照料床位由 2012 年的 19 ． 8 万张增加至 2016 的

322 ． 9 万张，5 年增长了 15 倍之多 ［4］。然而，社区养老服务建设的重心一直在城市社区，甚

至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无论从供给能力还是需求水平来看，农村都不具备提供社区养

老服务的可能性。以城市为主导的社区养老服务建设道路，显然是沿袭了绝大多数公共政策

自城到乡的扩散路径。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随着乡城间的人口流动，大批农村青壮年流

向城市，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速度远远高于城市，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问题十分突出［5］; 另

一方面，农村老年人更加依赖家庭养老，而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近乎空白，农村老年人面临更加

严峻的养老照护问题。考虑到农村社区对养老服务的巨大需求，社区养老服务城乡均等化的

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城乡差异的比较视角，分别从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客观需求、主观需求

三个方面分析城乡存在的差异，并基于差异探讨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研究目的并非单纯地指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不足，而是从政策层面反思城乡社区养老服

务的客观需求是供给引致还是客观需要驱动，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是对政策激励的回应还是旨

在满足市场需求。

一、研究回顾

社区养老是指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专业化服务机构为载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

会参与、非政府组织实体承办的运作方式，采取上门、日托或邻里互助等服务形式，为居家养老

的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心理慰藉等内容的社会化服务 ［6］。基于社区开展老年照护服

务，是国际社会总结发达国家几十年来解决老年照料问题得到的重要经验［7］。西方国家的社区

养老服务经历了一个机构化到去机构化的过程，而中国的社区养老正在经历“去家庭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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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8］。但无论是何种发展路径，社区养老服务都承载了机构或家庭养老中溢出的养老责任，并

建立起养老服务中家庭、社会与政府的共同责任理念 ［9］。

( 一) 关于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研究

从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来看，几乎所有研究都认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鼓励社会、

家庭和市场的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兼具公益性和市场性双重特

征，因此需要构建一个多元供给主体参与、分工明确、职能互补、有效合作的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10 － 12］。家庭养老功能的式微，使政府失去了隐退养老服务供给责任的基础，不得不承担起保

障公民享受养老服务、实现公民养老权利的主体责任。事实上，随着政府职能转型、社会养老压

力加大，养老服务供给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13］。尤其在养老服务发展初期，政府仍然需要加

大对养老服务的投入力度，与民间组织合作，明确分工定位，发展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使合

作顺利开展 ［14］。同时，在供给方式上，政府通过服务外包、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在社

区养老服务领域发挥作用。但是，现行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尚未成熟，还需不断规范完善

政府预算程序和机制、逐步建立以省级政府为主的合理的经费分担机制、加快提高社会组织承

接能力、建立养老服务专业护理人员培养机制等［15］。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水平较低［16］，且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17］。而且，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带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行政

运作特点，虽然在初期效果显著，但容易产生行政运作的主观性，造成社区过度依赖政府资源，

丧失自主解决问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陷入行政福利陷阱［3］。

( 二) 关于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

从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看，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强烈，“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

性抽样调查”和“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结果均显示，80%以上的老年人愿意选择

社区居家养老，只有 15%左右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18］。同时，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表现出

梯度需求的特点，即对于“上门看病、送药”“提供保健知识”等医疗保健服务需求水平最高; 其

次是对“精神慰藉，聊天解闷”“组织娱乐活动”等精神方面的需求; 对“起居照料”“日常购物”等

生活照顾方面的需求水平相对较低［19］。影响养老服务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人口学特征( 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 、健康状况、当前居住方式、家庭收入、个人收入、居住条件、思想

观念等。其中身体状况是影响老年人需求的关键因素，是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硬约束条

件［20 － 21］。但也存在不同观点，有的研究认为年龄与健康状况紧密相关，年龄越大，老年人健康

状况越差，对于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越会增加［22］。而有的研究结论刚好相反，认为年龄与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呈负相关，因为低龄老人更愿意接受新的养老方式 ［23］。

( 三) 关于社区养老服务供需失衡的研究

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认为，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15，17］，也有一些

研究开始关注供给内容与需求内容的错位、需求偏好显示与实际利用服务不一致等结构性失衡

问题。边恕等认为，以政府为主导提供的社区养老服务，具有计划导向性，且受到政府掌握资源

数量的约束，并非从老年人需求出发制定供给计划，尤其当政府服务的老年群体扩大时，这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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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内容与需求不相符的问题就更容易出现 ［24］。也正因如此，在实践中，社区养老服务容易出现

供给率和利用率“双低”的矛盾现象，即总体上供给水平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但实际供给的服务

项目利用率却依然低下 ［18］。也有学者提出，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不利用，除了服务内容不

能满足需求之外，还与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存在“心理抗拒”有关，即虽然老年人有服务需求，

但担心使用社区养老服务会让别人误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孝顺，从而排斥服务［25］。

( 四) 综合评述

关于社区养老服务的学术研究成果众多，尤其对于服务供给和需求，丰富的研究成果已经

可以形成学术对话，基于社会调查的实证性研究也逐渐占据主流地位。但也应看到，现有的研

究存在重复性研究较多、结论同质性较强、缺乏问题意识等诸多不足，并表现出明显的局限。一

是实证研究大部分基于某个地区或城市的调研数据，基于全国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数量

非常少。由于我国地区差异显著，地区性调研结论能否推及至更大范围甚至是全国，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因此，地区性的研究缺乏普适性。二是现有的研究只关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对

农村社区避而不谈。学术研究对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漠视，显然与改革实践中“重城轻乡”的发

展思路一脉相承，也因此失去了学术研究应具有的前瞻性和对改革实践的指导意义。三是将供

给与需求结合起来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见。关于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研究强调供给主体、供给内

容与供给方式等，关于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则侧重需求影响因素，两者的研究内容严重割

裂，从而形成相互独立、平行发展的两个研究主题。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问题

本文拟从社区养老服务供需的城乡差异①出发，探讨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观需求是基于客观

需求产生，还是供给导向，进而反思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是对市场需求的回应，还是基于行政化

运作的主观提供。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 ( 1 ) 社区养老服务在供给水平、主观需求和

客观需求方面是否存在城乡差异? ( 2 ) 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是受制于客观需求还是供给水平? 是

否存在城乡差异? ( 3 ) 如果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存在城乡差异，是否存在政策层面的

原因?

(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全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2011—2012 ) ”数据( 下文简称“老年调查”) 。

该调查共有 995 个变量，9 765 个样本，样本分布在 23 个省 /市 /自治区。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选

择年龄在 65 ～ 90 岁的调查对象作为分析样本，筛选出合格样本 6 032 个，样本的基本情况见下

页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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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析样本统计量

类别变量 总体 城市 乡镇

性别
男性 /人 3 137 ( 52% ) 522 2 615
女性 /人 2 895 ( 48% ) 522 2 373

尺度变量 总体 城市 乡镇

年龄
平均数 78． 77 78． 22 78． 88
标准差 7． 09 6． 70 7． 17

受教育年限
平均数 2． 90 5． 16 2． 43
标准差 3． 72 4． 69 3． 31

( 三) 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核心变量有三个，即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水平、主观需求和客观需求。其中供给水

平的测量，来自于问卷中“F14 您所在社区有哪些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主观需求的测量，

来自于问卷“F15 你是否希望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下列社会服务?”本文选择 F14 和 F15 的前八个

选择( 不包括“其它”) ，直接加和成供给水平和主观需求指标，具体的变量合成和赋值见表 2。

表 2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和主观需求指标体系

服务类型 服务项目 赋值

供给水平 /

主观需求

生活照顾

F14 － 1 /F15 － 1 起居照料 有: 1 没有: 0
F14 － 2 /F15 － 2 上门看病、送药 有: 1 没有: 0
F14 － 4 /F15 － 4 日常购物 有: 1 没有: 0

精神娱乐

F14 － 3 /F15 － 3 精神慰藉，聊天解闷 有: 1 没有: 0
F14 － 5 /F15 － 5 组织娱乐活动 有: 1 没有: 0
F14 － 7 /F15 － 7 提供保健知识 有: 1 没有: 0

法律服务
F14 － 6 /F15 － 6 提供法律援助( 维权) 有: 1 没有: 0
F14 － 8 /F15 － 8 处理家庭邻里纠纷 有: 1 没有: 0

考虑到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客观需求与老年人的健康、家庭养老资源和家庭经济状况

等因素有关，本文选择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是否与子女同住、经济状况四个指标，采取等权加总

的方式合成客观需求指数。鉴于各个单项指标的赋值等级不同，因而先对各指标的得分进行极

值标准化处理，再加总合成“客观需求”，见表 3。

表 3 社区养老服务客观需求指标体系

问题 选项 赋值

B1 － 2 您觉得现在您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
好 1
一般 2
不好 3

A5 － 1 您现在与谁住在一起?
与家人同住 1
独居 2

F4 － 1 您现在的婚姻状况
已婚，并与配偶住在一起 1
已婚，但不与配偶住在一起 2
离婚 /丧偶 /从来没结过婚 3

F3 － 4 您的生活在当地比较起来，属于哪类?
富裕 1
一般 2
困难 3

13第 3 期 丁 煜，王玲智: 基于城乡差异的社区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问题研究



三、实证分析

( 一)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城乡差异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表现出如下特征: ( 1 )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供给水平均远低于

主观需求，且乡镇的供需缺口( 3． 76 ) 大于城市( 2． 62 ) ; ( 2 ) 相对于乡镇而言，城市的供给水平

高，主观需求水平低; ( 3 ) 客观需求与主观需求特征相同，即乡镇的需求水平高于城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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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主 /客观需求的城乡比较

从分项目来看，( 1 ) 生活照顾、休闲娱乐和法律服务三个项目均表现为城市供给水平高于乡

镇，而乡镇主观需求高于城市。( 2 ) 生活照顾供给水平最低，且城乡基本持平; 休闲娱乐供给水

平最高，且城乡差异显著。( 3 ) 城乡老年人均表现出对休闲娱乐需求最高、生活照顾次之、法律

服务最低的梯度需求特点，见图 2。

生活照顾供给 生活照顾需求 休闲娱乐供给 休闲娱乐需求 法律服务供给 法律服务需求

0.370.37

1.77

2.14

0.48

0.78

0.46
0.32

1.99
2.23

1.17
1.37

城市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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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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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图 2 分项目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主 /客观需求的城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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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影响主观需求的城乡差异分析

鉴于上述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城乡倒置特征，相对而言，城市供给水平高而主观需

求水平低、乡镇供给水平低而主观需求水平高，有必要进一步通过模型分析城乡老年人对社区

养老服务的需求是供给主导还是客观需要驱动。模型的因变量为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观需求”，

自变量为“供给水平”和“客观需求”。借鉴现有文献，本文选择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作为控

制变量。考虑到年龄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可能存在“倒 U”型效应，即年龄对主观需求的影响

不是单调递增，而是到达一个年龄峰值后出现拐点，随着年龄增加，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观需求

下降。

无论是从表 4 总模型还是从表 5 分模型的输出结果看，对于城市老年人而言，影响社区养老

服务主观需求的因素中，只有一个自变量，即供给水平是显著的，而客观需求并不显著。对于乡

镇老年人而言，两个自变量，即供给和客观需求都是显著的。模型输出结果表明，影响老年人社

区养老服务主观需求的因素存在城乡差异，城市老年人的主观需求由供给主导，而乡镇老年人

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是供给与客观需要“双驱动”的结果。

表 4 模型输出结果

总模型: 城市 总模型: 乡镇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供给水平 0． 503＊＊＊ 0． 045 0． 161＊＊＊ 0． 024

客观需求 － 0． 010 0． 063 0． 136＊＊＊ 0． 024

性别 0． 387* 0． 195 0． 160* 0． 083

受教育年限 － 0． 073＊＊＊ 0． 021 0． 026* 0． 013

年龄 － 0． 520 0． 340 － 0． 265* 0． 117

年龄平方项 0． 003 0． 002 0． 002* 0． 001

F值 23． 792 15． 145

调整的 Ｒ2 0． 125 0． 018

表 5 分模型输出结果( 简化表 a)

分模型: 城市 分模型: 乡镇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生活照顾
供给水平 0． 499＊＊＊ 0． 063 0． 164＊＊＊ 0． 026

客观需求 － 0． 009 0． 029 0． 073＊＊＊ 0． 010

精神娱乐
供给水平 0． 428＊＊＊ 0． 039 0． 196＊＊＊ 0． 022

客观需求 － 0． 019 0． 027 0． 037＊＊＊ 0． 010

法律服务
供给水平 0． 469＊＊＊ 0． 038 0． 276＊＊＊ 0． 020

客观需求 0． 009 0． 020 0． 032＊＊＊ 0． 008

说明:限于篇幅，本表只给出自变量的输出结果; * p≤0． 05 ; ＊＊p≤0． 01 ; ＊＊＊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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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与讨论

( 一) 不基于需求提供的公共服务可能导致歧视性分配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虽然城乡社区养老服务都存在供需缺口，但乡镇的缺口更大，表现出乡

镇主客观需求更高，而实际供给水平更低的城乡倒置。究其原因，这与我国社区养老服务“自上

而下”的传统供给模式直接相关。这种带有政府垄断特征的供给模式，不能及时回应服务对象

的现实需求，容易导致供需脱节。这种对需求的低回应，会导致政府在分配公共服务时偏向特

定阶层和人群，造成歧视性分配的不公平结果［26 － 27］。虽然政府在执政理念上认可社区养老服

务是具有普惠性的公共服务，应面向所有老年人，并根据老年人经济水平和身体状况等，在符合

老年人养老习惯和生理特征的基础上，提供相应服务。但在实践中，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一直存

在从城市、城市近郊农村、小城镇农村、边远山区农村依次递减的差序格局 ［28］。即使在农村社

区，公共服务供给也依然以距离乡镇政府驻地远近为标尺呈现差序格局，距离政府驻地近的乡

村，公共物品供给较全面，而远离政府驻地的边远乡村仅能得到有限供给，甚至没有供给 ［29］。

就养老而言，我国很多农村社区事实上已经接近“老年社区”，类似美国的“自然形成的退休社

区”( Naturally Occurring Ｒetirement Community，简称为“NOＲC”社区) ，虽然并不是专门为老年人

建立的居住区，但由于年轻人大量流出等社会原因，自然形成的老年社区［7］。农村社区公共服

务短缺，农村老年人购买力有限，因而表现出对社区养老服务更强烈的需求。这种“强需求”被

漠视的原因，可能与农村居民的“弱表达”有关，也可能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乏效率有关，但如

果联系本文的另一个研究发现，即影响老年人社区养老主观需求的关键因素存在城乡差异，城

市老年人的需求是供给导向，而乡镇养老服务是供给和客观需求共同驱动。可以说明，社区养

老服务城乡供需失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传统行政思维，即地方政府为回应

上级政府的指标化任务，选择最容易出政绩而不是最能体现制度绩效的建设路径，从而更容易

获得上级政府的政治激励。

( 二) 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强需求”与“弱表达”的矛盾

城乡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供需结构倒置的矛盾，本质上看是政府的政策供给与驱动不当造

成的，但也与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表达冷漠”有关。正如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养老

服务的主客观需求都超过城市老年人，但这种学术调查测量出的“强需求”，在现实中很难影响

政府的社区养老服务布局。时至今日，农村老年人在家庭养老趋于弱化的情况下，仍主要以同

族或亲友间的传统互助服务方式满足低水平的养老需求。

一般公共服务从产生到实现要经过两个主要环节，即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30］，需求表达是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逻辑起点和动力源泉。但从现实来看，虽然农村社区对公共服务需求强

烈，但农村居民普遍缺乏公共服务表达意识。与城市居民相比，这种弱表达的局限性，可能源于

农村居民更低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但也并不全然如此，因为农村居民对有些利益，如村委

会选举、拆迁安置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并未表现出“弱表达”的特征。因此，农村居民“强需求”

与“弱表达”的矛盾，关键不在表达能力的强弱，而在于他们对自身需求认识不当。例如，在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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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心中，公共服务这种来自政府的“恩惠”，是属于“城里人”的，所以没有权利质疑农村

公共服务数量的多少与水平的高低。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多数农村居民不清楚自己有哪些公

共服务权利; 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就公共服务缺乏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提出明确的公共服务诉

求; 更少有人就城乡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向政府主张享有等值的公共服务待遇［31］。

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利益表达缺乏组织依托。虽然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

作中已异化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主要职能是完成上级政府部置的各项工作。而且村委会原

本就担负公共服务供给和管理责任，如果它替农民主张公共服务权益，某种程度上就等于给自

己增加负担［32］。因此，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很大程度上照搬了“自上而

下”传统行政运作模式，存在低回应性和被动性，承担了资源供给压力的同时，挤出了农村居民

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话语权。

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强需求”与“弱表达”的矛盾，必然带来农村公共服务政策执行上的

偏差。虽然利益表达与落实政策是两回事，但如果没有充分的利益表达，就不可能有基于广泛

利益形成的政策［33］。因此，农村基层政府应意识到“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

相伴随”［34］的道理，积极构建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把农村居民潜在的需求偏好

集中成集体意愿，参与到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决策中。

( 三) 基于“整合型服务”提升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

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供需结构的倒置，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农村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低效

性，因为农村居民居住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难以形成多元

主体参与的模式，难以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容易滋生腐败行为。这两方面的局限性确

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目前能做的是转变思路，不必套用城市社区养老服

务的供给内容，而是结合农村社区的特征，推出“农村版”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事实上，社区养老服务就概念而言，也包含着两重含义: 一是“在社区享受养老服务”，即老

年人在居住的社区内享受专业人员提供的养老服务; 二是“由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即动员社区

内部的人力资源，包括初级群体中的家人、亲友、邻里及志愿者等，运用社区支持体系为老年人

提供养老服务。前者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主要途径，是一种正式的社会照护方式; 后者

则表现为一种多元力量组成的非正式网络，提供的养老服务兼具正式和非正式照护的特征［8］。

之所以强调社区养老服务的两重含义，是因为如果只认可第一重含义，不仅窄化了社区养老服

务的内涵，而且将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互助养老对立起来，不利于社区养老服务在农村社区的

落地和发展。

家庭和互助养老服务在农村根深蒂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不必“另起炉灶”，而应通过给予

家庭或互助养老正式的专业化支持，为老年人提供整合型的养老照护。家庭、家族或亲朋邻里

作为非正式养老服务的提供者，具有获得性强和情感支持的优点，但缺点是过分依赖照料者的

无偿服务，导致照料者福利损失，影响照料效果，可持续性不足。因此，对于农村而言，社区养老

服务不应局限于只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服务，而应将非正式养老服务中的照料者也列为服务对

象，为其提供经济补助和精神慰藉。非正式养老服务中的照料者，不仅面临体力和精力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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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因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降低( 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 而付出机会成本，并承受逐渐扩大的

隐性工资惩罚［35］。给予照料者正式的制度支持，不仅是一种经济补偿，而是要在社会中倡导一

种理念，即家庭或家族成员提供的服务，并非仅仅是一种血缘、家庭和伦理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实际上也是履行一种社会责任，理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制度的支持。

提高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照搬城市社区实践的凭单制、多中心治理等现代管理

模式并不可行，至少短期内不具可行性。可以整合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资源，将正式与非正式制

度街接起来，使处于碎片化照料中的个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照料者，都能从社区养老服务中获

得制度化支持，从而借助社区正式服务的力量，固化家庭和互助养老在农村社区的基础性地位，

从而真正实现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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